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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考證」：人文學者的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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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是從「考證」著眼，探討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問題。本文認為，所有的人文研究，無論是傳統時代還是數位時代，都需
要立足於「資料」（data），也需要「考證」。但是，資料的形式和運用資料所會遭
遇的問題，以及「考證」的方法和工具，則是變動不居的。就此而言，數位時代

的人文研究「典範」必須也必然會「轉移」。 
因此，在「資料為王」、「機器人」（robot）稱霸的數位時代，人文學者的確

需要兼習數位科技與人文知識，兼具人文涵養與「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但是，這樣並不保證我們就能在數位世界騰雲駕霧、暢行無阻。畢竟，
這只是素養（literacy），不是技能（skill）。而這種新素養，或許可以稱之為「數位
考證」（digital textu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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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從「史料學派」講起 
 
1928年，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1896-1950）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的發刊詞中，針對〈史語所工作旨趣〉，提出三個「凡」和三個「宗旨」。

三「凡」是指：「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

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三「宗

旨」是指：「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擴張研究的材料」、「擴張研究的工具」。 
這些主張，簡單的說，就是要「直接研究材料」、擴張研究材料與研究工具。

後，他還歸結指出：「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

腳找東西」。這句話意在打破以「書本」為尊的傳統學問，而所要找的「東西」

並不侷限於文字，而是含括了器物、圖像、口語、聲音的材料。 
這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一種「革命」性的主張，也引領了一批中國文史

研究者走出一條新的道路。由於旗幟鮮明，有人便將史語所所代表的學風稱之為

「史料學派」（Data School）。這個標籤有褒有貶，褒的是質樸、堅實、寬闊，貶
的是偏枯、乏味、老舊。  
然而，到了 20世紀末至 21世紀初，當各先進國家致力於墾拓「數位人文學」

（Digital Humanities）時，我們赫然發現這個年逾 90的老機構竟然也很早就踏入
這一個新而時髦的領域（1984）。這看似奇怪，其實並非偶然。 
 傅斯年當年的主張，用數位人文學的話語來說，就是要掌握「海量資料」（Big 
Data），並充分運用各種分析大數據的工具與方法。而史語所對於「史料」的高度
重視，和數位人文學完全以「資料」（data）（源於各種形式、材質與載體的數位
化資料及原生數位資料）為主體的做法，兩者同一陣線。此外，「動手動腳找東

西」類似於資料檢索、資料倉儲與資料探勘。而且，在數位人文學的世界中，搜

尋、解讀資料時通常更仰賴「機讀」而非「人讀」，同時，「書」也不斷被解構、

消解成各種「文本」，漸漸的，「讀書人」也在消逝中。兩相對照，傅斯年的名言，

儼然成為隱喻式的預言！也為史語所在舊有的殿堂中接納、營造數位人文學留下

了空間。 
但是，在進入數位時代之後，數位人文學不斷攻城掠地，人文研究的「典範

轉移」（paradigm shift）似乎呼之欲出，因此，我們不禁要問：以史語所為代表的
那種「典範」，會不會舊了？會不會被替代？畢竟，傅斯年所要「保持」的「亭

林百詩的遺訓」，其實是清初顧亭林（1613-1682）和閻百詩（1636-1704）所開創
的「考證學」（樸學）傳統，距今已經有數百年之久，而且，那是以文字為主、

以書本為尊的時代。不過，這個問題太大，必須經由時間檢證。因此，我們不妨

先從「考證」著眼，想想數位時代的人文研究還需不需要「考證」，舊有的「考

證學」又會遭遇怎樣的挑戰，並藉此思考「典範轉移」的問題。 
「考證」的基本工作在於「辨別真偽」，先是辨識材料的真偽，從而判斷事

實的真假。就這一點來說，只要是「實證研究」，考證永遠有其必要。而且，無

論是何形式和載體，材料通常會有一些元素可供檢驗，如創造者、創造時間、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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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點、儲藏地點、傳輸方式等。但是，數位時代或數位情境中所要處理的材料，

涵蓋了「數位化資料」（digitalized data）和「原生數位資料」（born-digital data），
因此，傳統的考證方式和技能是否能夠適用，確實必須重新檢視、省思。 

 
貳、「數位化資料」的陷阱 
 
首先，我們發現由傳統文獻轉化為數位格式的「數位化資料」，在運用於研

究時，或是說用來「重建事實」、「「發現真相」時，必須留意以下陷阱。 
 
一、不忠的「複本」 
 
版本學和校勘學一直是傳統考證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在「文字時代」，

無論是手寫傳抄，還是刻版印刷、排版印製，始終有抄本、刻本、印本「不忠」

於「原本」的情形。造成這種「複本」背離原典的原因，有時是基於商業或技術

的考量，有時是政治或宗教力量的介入，有時是後人基於不同的認知或意識形態

而做的「編輯」和「整理」，有時則純粹是複製過程中大意、疏忽所造成。 
這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傳統文獻轉化為數位資料的過程中。以史語所的「漢籍

全文資料庫」來說，其前身是 1984 年開始推動的「史籍自動化計畫」（1984-1990），
主要的工作是將中國史籍的全文轉製為電腦可以呈現、閱讀、檢索的數位文本，

第一年先完成宋代以前的「正史」〈食貨志〉，其後則展開「二十五史」的全文

輸入工作。那時候（1985），我正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因緣際
會，以兼任助理的身份參與了這個計畫，負責「史記」、「漢書」的校對工作，

並定期和資訊科技領域的專家、工程師討論資料庫的建置工作。那時，史語所人

文領域的學者堅持「電子版」的史籍必須「忠於原典」。這個要求看似合理而簡

單，但如今回想，在那個時候，其實是個災難，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中

文電腦化」（包括建立中文字的標準交換碼，中文字型的數位檔以及中文輸入法）

在 1980 年前後才初步完成，交換碼和數位中文字的數量遠遠不足以「忠實」的
呈現史籍所用到的字，因此造成了大量的「缺字」現象，而且，「史記」中份量

不輕的「表」（十卷），當時的技術也無法呈現。換句話說，當時的電子版「史

記」其實和紙本的「史記」有相當大的差異，並非「史記」的原貌。 
缺字和表格呈現的問題，後來雖然逐漸獲得解決，但仍然不能算是完善。而

在「史籍資料庫」完成之後（1990），史語所隨即展開二十五史之外的各種經、
史、子、集的傳統文獻全文資料庫建置工作，並在 1993 年將資料庫更名為「漢
籍全文資料庫」，但是，這樣的擴張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其中 不易克服的仍然

是「忠實」問題，例如，「正統道藏」中有不少獨立或是和文字夾雜的符、圖、

像、表，如何完整而真確的在電腦上「再現」，並可以被檢索、近用，仍然有待

改善。 
此外，為了節省時間和人力成本，一些漢籍的全文資料庫在建置過程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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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用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技術，這項技術雖然
已經發展多年，而且技術成熟，但是，辨識率即使高達九成或九成五以上，對於

一個提供專業研究的資料庫，其錯誤率仍然令人難以接受。校勘依然是尊貴的行

業！ 
至於色彩、聲音、影像的數位化，我相信一樣會有「失真」的情形，但這不

是我的專業，在此不談。無論如何，如果欠缺良好的「數位保存」（digital preservation）
策略、技術和管理，任何一種數位資料，都可能產生資料缺損、變改、錯亂，甚

至「消失」或無法被「近用」的情形，這也算是一種原典的破損或毀滅。  
 

 
二、選擇性的記憶 
 
記憶是歷史 核心的部位，長期以來，許多人都相信有所謂的「集體記憶」

或「共同記憶」（collective memory），而且相信這和族群、社會、文化、國家認同
息息相關。因此，不少國家、社群都曾經進行過形形色色的建構「共同記憶」（歷

史）的文化工程。以傳統中國來說，書寫「正史」、國史、地方志、族譜，編纂

佛教和道教的「藏經」、醫學領域的「醫方」（如：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普濟

方）、大型的「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古今圖書集成）和

叢書（如：四庫全書）等，都是這一類的文化工程。而台灣政府從 2000 年起陸
續啟動的「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國家文化記憶庫計

畫」，也都可以算是這一類的工作。 
 這一類的文化工程，主導者和主要參與者基本上都是少數的菁英，甚至是統

治階層的人士。他們的工作其實是一種「記憶篩選」。他們將符合「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及其信仰、利益、價值、品味的「材料」納入「共同記憶」中，
不符合的則被忽視、捨棄、刪除。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宗教經典有所謂的「疑經」、

「偽經」，有的「入藏」（編入佛藏、道藏），有的「出藏」（排出佛藏、道藏）。

我們也可以看到「四庫全書」有所謂的「著錄書」（全書收入）、「存目書」（只保

存書目而不收入全書）「未收書」（無書目也不收入全書）和「奏毀書」（不僅不

保留書目，全書還必須銷毀，禁止刊印、典藏）。而近代中國和台灣的「禁書」

令，依然是部分人士的親身經驗和「共同」記憶。 
 因此，我們的「共同記憶」，其實一直都是少數人「整理」出來的，只是手

段有時粗暴，有時精巧。我們的歷史也一直是掌握權力者所書寫、所廣播的聲音，

只是內容有時動聽，有時難聽。 
 因此，如何讓那些被遺忘、被刪除的記憶恢復，如何讓那些被噤聲、被消音

的話語喧嘩，如何掌握所有的材料，重建真正的全體的歷史，依然是數位時代嚴

苛的挑戰。因為，「數位化資料」無論是否忠於「原典」，到目前為止，依然是一

種高度選擇性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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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魅惑的關鍵詞 
 
 自從有了數位化資料庫和簡便的檢索系統之後，有些人文學者覺得如獲至寶，

認為只要掌握幾個「關鍵詞」（keywords），就能找到自己所要的資料，並逐漸拋
下過去仰賴的一些工具書（如引得、辭典），也很少再做閱讀筆記或協助索引的

卡片。而且，隨著數位化資料數量的快速增長，人文學者不得不經常進行泛覽、

翻閱與檢索，花在精讀與熟讀文獻的時間愈來愈少。這種工作習慣的改變，看似

微小，但在一、二個世代之後，恐怕會對人文研究帶來革命性的轉變。而轉變的

關鍵就在於充滿魅惑力的「關鍵詞」。 
 「關鍵詞」確實非常好用，可以節省學者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讓研究者可以

在短時間之內，掌握一批陌生的資料或一些研究課題，甚至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但是，快速也正是危險所在。過度仰賴「關鍵詞」檢索資料，有時會漏失重要資

料，造成誤判。有時則會撈捕到大量的垃圾資料，反而耗時。 
造成這種缺憾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傳統文獻有相當多的異體字和假借字，而

且常會因為不同時代的「避諱」而出現缺筆字或替代字，如果不先進行研究並設

定「同義字詞表」或權威檔，只憑簡單的「關鍵詞」進行檢索，便會有資料缺漏

的情形。其次，中國文字，一字（一詞）多義、一物（一地、一人）多名和一名

多物（多地、多人），相當常見，往往必須根據字詞所在的文本類型和文章脈絡，

才能判斷其意涵，因此，如果逕自將「關鍵詞」檢索的結果納入「詞頻」分析、

關係網絡分析、視覺化呈現，其準確度便會大打折扣。 
 
 
參、「原生數位資料」的問題 
 
至於「原生數位資料」，或多或少也會有上述的陷阱，而且還會有一些更複

雜的問題。 
 
一、流動的文本 
 
在古代中國，訊息的傳布、知識的創作和情感的表達，曾經歷過從口語到文

字的漫長轉換過程，早期的「文本」是以篇、章、卷的形式和單位在書寫、誦讀

和流傳，而傳誦者通常可以自由的增刪、改造，因此，「祖本」與傳本之間的差

異有時會相當驚人，從春秋時期（西元前 8世紀），一直到漢代末期（西元 3世
紀），透過不斷的整理和編輯，一本一本較具體系性的「書」才出現，「文本」才

被「固定」下來。因此，現代學者考證先秦古籍時常會說：「此非一時一人之作」。

換句話說，古代的書，確切的作者和確切的創作年代，幾乎無法考證。即使是在

漢代之後，由於散逸、傳抄、編輯、注疏、偽託等因素，書的作者和年代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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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依然是一大難題，因此，文獻考訂、目錄學、版本學一直是傳統中國文史研

究不可或缺的學問。 
「原生數位資料」看似不會有這類的問題，因為，一篇文章、一張圖片、一

首音樂、一段影片，在產出過程中，產出設備大多會自動記錄、產出「後設資料」

（metadata），提供基本的資訊（如時間、地點、規格等訊息），編修的記錄也可
以自動保存。但是，當「原生數位資料」是採取「眾人協作」（crowdsourcing）的
方式生產，或是將資料公佈於網際網路、社群媒體，那麼，即使不是出於惡意，

全部或部分內容，便很容易被擷取並進行改作、拼貼、傳播，原本「固定」的文

本，會像病毒一樣，快速的複製、演化、流傳，成為一種「流動」的文本。除非

有很好的控管機制和技術、明確的使用規範，並且仰賴閱聽者的高度自制與遵從，

否則，不久之後，許多「原生數位資料」仍然會被說是：「此非一時一人之作」。 
 
二、抄襲的創作 
 
中國傳統經典有很長遠的注疏傳統，在經典「原本」之上，層層堆疊、交錯

著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的註解。至於註解的形式，有些「以經解經」（在「原本」

的脈絡中，利用經文解釋經文），有些旁引其他文獻，有些直抒己見。雖然注疏

家大多會交代其所引述的材料來源，但是，經過後人的「整理」、傳抄或是刻板、

排版印刷之後，原本層次分明的經文、注文、疏文，有時候便會出現混亂，讓我

們無法判斷某段文字的原創者。不過，這終究是無意於抄襲或剽竊。 
類似的情形也可見於中國傳統醫學文獻。「醫經」（如「黃帝內經」）的情形

和儒家經典、諸子百家的經典一樣，也有注疏傳統。但是，除此之外，「醫方」

（藥方）和「本草」類的文獻還有很特殊的「輾轉相抄」現象，不交待材料來源

以及添加己見的情況也更加普遍。而且，常有醫學類書的編纂。因此，「非一時

一人之作」的醫學文獻也相當多。宗教經典也是如此，尤其是「道藏」，一些科

儀、方術、法術類的文獻，大多是師徒之間歷經多代的「秘傳」，有時還夾雜口

訣、秘本，或是宣稱是神人、仙真傳授。這類文獻的後續增刪者或編輯者，基本

上也是無意於抄襲或剽竊，但是，這類的做法往往讓人很難考證真正的作者和時

代。 
除此之外，中國傳統文獻還有類書（類似西方的百科全書）與筆記這兩種文

類，常會隱沒 原始或真正的作者和時代。大部頭的官修類書，由於編者的文化

水平較高，而且有官方資助，對於資料來源的交待通常比較清楚而正確，但有些

私修的類書，或是出於商業考量，或是限於知識，或是為了炫耀才華，有時就會

不註明原始出處，有意或無意的抄襲或剽竊前人的創作。這在一些以「炫奇」、

「炫博」的志怪、小說、筆記中，更是常見。 
不幸的是，這種「無意的抄襲」或是「抄襲的創作」在「原生數位資料」中

還是會存在。在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的世界裡，隨意的「複製」他人所創作的內

容（部分或全部），然後不加一語或附加摘述、評論，按一下「分享」，其實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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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了另一個文本。而一些引起爭議的「貼文」，留言區的討論文字和意見，其

數量與豐富度往往超過「原貼」，若將這些「討論」以及被「分享」出去所引發

的「討論」集結在一起，視為一個「文本」，那麼，原創者與抄襲者將會難以區

分，也不是「非一時一人之作」一語就可以形容。至於「維基百科」這類的文本，

如何釐清其內容中的原創與抄襲，正確與錯誤，則又是另一種難題。 
 
三、偽造的事實 
 
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學術界瀰漫著一股「疑古」的思潮，只要是「古代」

的，動輒被質疑為「偽造」的，古書、古董、古人、古史都被人一一重新檢視，

而在一連串的「打假」行動之後，逐漸有人相信原本的「信史」有不少內容只是

「神話」，甚至是刻意的「虛構」。這股「疑古」思潮強勢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有

持續的「解構」力量，三皇五帝的歷史鎖鏈崩解之後，中國古史的「重建」工作

也一直延續到現在。而歷史材料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會被偽造，也成
為常識，大家似乎變得更聰明，更有警覺心，更不容易受騙上當了。 
然而，「原生數位資料」中的「偽造」風氣仍然相當盛行，而且更難甄別。

其中， 常見的就是網路媒體的「新聞」。有些只是將「廣告」偽裝成「新聞」

報導，有些則是利用聳動、羶腥的「假標題」，誘導讀者點閱一則和標題毫不相

干的新聞。更為可議的是，基於政治、宗教、商業、仇恨等因素，還有人會刻意

的製作「假新聞」，並加以傳播。此外，社群媒體中的「假消息」，在社群「同溫

層」的催化之下，更容易在短時間之內成為多人所相信的「事實」。 
這些行為，大部分看似只是資料的偽造，但是，基於這些假資料所建構的歷

史事實，其實就等於是「偽造事實」，而當未來的出版形勢更加多元、自由而快

速時，目前學界內部的「同儕審查」能否繼續執行「事實確認」的任務，不無疑

問。 
 
四、量化的危險 

 
傳統中國時期，歷代政府留下了不少的官方統計資料，但不論是 重要的人

口（戶口）數量、土地面積，還是次要的災害損失、物價數字等，學者在運用時

都會非常小心，因為，從調查到登錄，從統計到呈報，每個環節都可能因為技術、

能力、法規的限制，或是主事者個人的利害考量，而無法呈現真實的數字。因此，

「量化史學」在傳統中國史研究中一直不太受人重視。 
 未來，這個情勢似乎要逆轉了。因為，「量化」與「計算」正是數位時代的

基石，每一筆數位資料的「後設資料」（如時間長度、解析度、字數、尺寸、面

積、體積等），基本上都可以被準確的「度量」和描述，其內容也可以被切割成

更小的單位或是被標記，進而和其他的資料連結，或是進行統計、分析。 
 事實上，目前許多「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都是奠基於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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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工作上，如詞頻、文字雲、社會關係網絡、視覺化呈現等。但是，稍有

不慎，就很危險。例如，我們一般認為「笑」是正向的情緒詞彙，因此，很容易

利用詞頻統計，找出情緒較為「正向」的文本、作者、時代，但是，在傳統中國

醫學的知識體系中，笑卻是疾病的病徵之一，甚至就是疾病的名稱（笑疾），倘

若不加甄別，其研究結論就容易淪為笑柄。 
其次，大黃是傳統中醫的常用藥物，就像多數藥物一樣，從被認識到被使用，

往往有盛衰起伏的過程，因此，藥物史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就是找出這樣的過程，

而以「大黃」為關鍵詞，利用大型的跨代的漢籍全文資料庫，進行詞頻統計，似

乎是 為便捷的方法之一。但是，偏偏大黃不僅是藥名，有時還是地名、旗名或

其他物名，而且還有個俗稱叫「將軍」，一旦離開醫藥文獻，要自動而準確的找

到「大黃」這味藥，並不容易。同樣的，想使用關鍵詞和詞頻統計來研究官職「將

軍」，也必須小心。 
再舉個例子，「祝由」一詞首見於「黃帝內經」，是傳統中國醫學的一種咒術

療法，起源很早，而且，大約從西元 6-15 世紀，還被列為官方的醫學分科之一
（先後被稱之為咒禁科、書禁科、祝由科），而即使是在官方廢除這個科目之後，

一直到 20 世紀，中國社會都有祝由科醫者活躍的身影。而當我們以「祝由」為
關鍵詞，查找資料量相當大的數位化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和「正統道藏」時，

會發現「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完全沒有這個詞彙，「正統道藏」則只有六筆資料，

其中四筆還是因為「正統道藏」收錄了「黃帝內經」的關係。假如我們根據這樣

的量化統計進行推論，認為中國的佛教和道教都沒有或是忽視「祝由」，那就大

錯特錯了。因為，這兩個宗教的文獻較少或不使用「祝由」這個詞彙，但其經典

中卻不乏咒術療法，尤其是道教，其看重咒術療法的程度絕不亞於官方醫學。 
上述這三個例子，都是「數位化資料」以及「語意」問題可能產生的量化誤

差，還不涉及人為的操控或有意的扭曲。假如我們將眼光轉向目前在網路世界

流行的幾個詞彙，如：點閱率、瀏覽人次、粉絲人數、網路聲量、按讚數、熱搜

榜、暢銷榜等，那麼，稍稍有點警覺的人應該都會懷疑：那些統計數字是如何產

生的？有沒有造假或人為干預？然而，當我們研究當代的新思潮、流行文化、消

費習慣、經濟榮枯、社會恐慌、群眾心理、網路行為、公眾人物的社會形象與社

會影響力等問題，我們卻又不得不仰賴這樣的量化數據。因此，量化即使危險，

還是必須冒險。 
 
肆、是生機？還是危機？ 

 
上述這些數位資料所存在的陷阱和問題，有時候會單獨存在，有時候則會交

互作用而產生。有些是前數位時代的積累和遺毒，有些則是數位時代的新毛病。

有些可用傳統的考證手法解決，但有一些則必須仰賴新的數位科技與思維。然而，

使用任何新工具，都必須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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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主浮沉？ 
 
在網際網路剛興起的時候，有句半開玩笑的話說：「沒有 IP（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網絡互連協議位址）就沒有 ID（Identity; 身份）」。目前，大家還不會太
認真看待這句話，但是，隨著數位化和網路化的進展，漸漸的，我們會發現，凡

是在網際網路上無法被搜尋到的，幾乎就不存在，或是會被忽視，個人、團體、

事物、歷史無不如此。因此，要剝奪一個人的權利， 簡單的方法就是不給予任

何 IP位址，因為，失去 IP位址，在網路世界，將會失去身份、訊息、工作、朋
友，甚至連日常生活（如就醫、消費）都難以維持。 
同樣的，未來，一個人文學者，倘若離開了網際網路（或其他類型的通訊系

統、雲端系統）或是數位情境，就會失去研究資料和研究工具，就會像沒了水的

魚一樣，無法存活。然而，我們必須要問：是誰決定怎樣的資料能夠或應該被數

位化？是誰決定怎樣的資料能夠或應該在網路世界存在並被「近用」(access)？是
誰決定哪些資料應該從網路世界消失？是誰決定哪些人有「近用」資料的權利？

是誰決定其他人應該如何「近用」資料？ 
過去，掌握資料生死與浮沉者，主要是少數的統治者、知識精英、宗教權威

和大商人，現在，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如此，只是大家會多強調一點所謂的「市

場機制」和「群眾智慧」（wisdom of  crowds），也就是相信多數人的品味、價值取
向、行為模式和實際行動也可以左右數位世界的動向。 
但是，真的是如此嗎？好像不是這麼簡單。 

 
二、注意「眾人協作」 
 
 過去的人文學者，從搜集、整理、分析資料，到撰寫、發表研究成果，大多

數都採取單打獨鬥的「獨立」（或孤立）研究。目前，得利於全球化的網路系統

和平台，許多工作都可以透過「眾人協作」（crowdsourcing）進行。這種方式，可
以讓身處不同國家、地區的學者，可以群策群力的工作，不僅可以用來協助研究

者搜集、整理資料，也可以用來分析資料、討論議題。至於各種協作平台則可以

用來進行集體的協同寫作，線上出版通常也可以採取這種模式。有些資料的擁有

者（包括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美術館等），甚至會開放其數位藏品及數位

空間，讓研究者和閱聽者自由「近用」資料，進行研究或線上策展，並上傳、補

充自己的藏品（資料），這也讓知識的建構和傳播更具「民主」色彩和群眾性格。 
 就此而言，未來，對於人文學者來說，似乎就是個「美麗新世界」。然而，

只要是涉及「集體」或「群眾」，就會有良莠不齊、牛驥同皂的問題。就人文研

究而言，成於眾人之手的東西，或許會有數量和代表性的優勢，但很難避免流於

品質低劣、觀點平庸。其次，人性貪婪，在共創共享的工作團隊之中，想要坐享

其成者多，願意犧牲奉獻者少，很難讓所有成員都竭盡其能。此外，為了「容眾」，

讓更多人參與協作，必然有許多作為必須「民主」、必須妥協，必須講求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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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致性，如此，其作品雖然可能可以吸引更多的「受眾」，但是，終極而言，

傑出人文學者的獨特觀點與價值判斷，以及學術社群的多樣性必然會被斲傷。 
更執得注意的是，和我們「協作」的還不一定是「人」！ 

 
三、小心「機器人」 
 
 自從 IBM的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打敗世界西洋棋的棋王（1997），
Google DeepMind的「阿法狗」（AlphaGo）擊敗諸多頂尖圍棋高手，成為世界第
一之後（2017），許多人突然發現原來「人」已經被超越了，而且是被自己所創造
的「物」超越了。這種物，或許可以概稱為「機器人」（Robot）。雖然不是所有機
器人都比人聰明，但是，目前機器人已經可以代替人類戰鬥、破壞、欺騙、犯罪，

或是救難、勞動、生產、社交，也可以提供人類醫療、娛樂、資訊、諮商、學習

等方面的服務。 
 事實上，每一部電腦、每一支智慧手機，也可以說是一個機器人，而各種裝

置和網路之中的軟體、應用程式，也都算是機器人。因此，機器人自然也是人文

學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利器、夥伴。目前，大多數的人文學者，在知識的生產、儲

存、管理、呈現和傳播過程中，幾乎每個環節都無法排除機器人的參與。而參與

就會干預。我們必須學會它們的語言，才能發號施令、讀取訊息。我們必須理解、

順應它們的功能和行為模式，才能「頤指氣使」、當家作主，而且，還很難質疑

或不接受它們的工作成果。它們一旦罷工或生病，都會是我們的災難！換句話說，

在數位情境中，人文學者和機器人將互為主僕、互為君臣！ 
我們的生活中，已經到處都有機器人的身影。有些是可以觸碰的、具體可見

的，甚至是人模人樣。有些則是隱形的，匿蹤、存活於網路世界。未來，我們可

能不再問「機器人能做什麼？」而是問「機器人不能做什麼？」「人機共和國」

將逐漸成形！因此，未來，人文學者所要研究的「社會」，將必須同時注意人和

機器人的行為與活動。未來的「數位文明」必將是「人機共創」！至於會不會演

變成只剩「機器人文明」，暫時也許不必那麼悲觀，但究竟會如何，也許要問問

具有「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機器人。 
 
四、想想「人工智慧」 
 
在「人工智慧」這個詞彙剛出現的時候，有些人偶而會戲謔的稱之為「工人

智慧」，但是，逐漸的，各行各業都在談 AI。有智慧和沒智慧的，有錢和沒錢的，
有權和沒權的，資訊人和非資訊人，不少人開始意識到 AI快要等同於智慧、金
錢、權勢和資訊。前述的「阿法狗」（AlphaGo）就是「人工智慧」的代表作，它
可以說是一個具有擁有感知、學習、思考、推理、判斷和創造能力的機器人。 
有一天，具有「人工智慧」的「物」，甚至可能成為人類崇拜、仰賴的神！

至少，會逐漸宰制、影響許多人的行為、心靈和命運。目前，「人工智慧」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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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應用於「大數據」分析，用來「預測」疾病、氣象、生產、政治、經濟與市

場的趨勢與變化，而有些人還會根據這樣的預測採取因應措施，甚至交給機器人

代為決策與行動（如：股票交易）。 
那麼，擁有這樣一種「神」一樣的武器好嗎？以人文研究來說，無論好壞，

「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帶來的將會是天翻地覆的改變。未來，我們必須處理

的確實是「海量資料」，因此，必須仰賴具有高超智慧和運算能力的機器人，然

而，我們用來分析、處理資料的方法，觀察和描述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的角度，

以及呈現探索結果的工具和形式，都將因此產生極大的變化。 
我們可以大膽預測，未來的人文研究，探索現象之間的「關聯」性將會取代

「因果」關係的分析，「預測未來」將重於「了解過去」，「鳥瞰」（distant reading）
資料將取代「細讀」（close reading）資料。文字敘述的魅力會逐漸消退，詮釋意
義和解釋事實的工作會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簡單的、一目了然的「視覺

化呈現」的數字、圖表與空間分布圖，以及近乎詩、格言與廣告詞的短語。而且，

智慧的機器人所分析的資料，大半都還是它們自己所製造或偽造的！ 
這樣的世界，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讓我們再想想！ 

 
伍、結語：是素養，不是技能 
 
中國古人尊崇「易經」，並說「易一名而含三義」：「一易簡」、「二變易」、「三

不易」。翻譯成現代語言，意思是說：「易」這個字有三個含義，一是簡單二是變

動，三是不變。倘若借用這個道理或是這樣的語言，來回答本文所提出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結論將會是這樣的「簡單」：一、所有的「典範」都會「轉移」，這

是不變的、單一的原則。數位時代的人文研究「典範」必須也必然會「轉移」。

二、所有的人文研究，無論是傳統時代還是數位時代，都需要立足於「資料」，

也需要「考證」。但是，資料的形式和運用資料時會遭遇的問題，「考證」的方法

和工具，則是變動不居的，這是不變的、單一的原則。 
因此，在「資料為王」、機器人稱霸的數位時代，人文學者的確需要兼習數

位科技與人文知識，兼具人文涵養與「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但是，
這樣並不保證我們就能在數位世界騰雲駕霧、暢行無阻。畢竟，這只是素養

（literacy），不是技能（skill）。而這種新素養，或許可以稱之為「數位考證」（digital 
textual criticism）。 

 
2019/11/23完稿於南港中央研究院「學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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